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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对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影响
　
田庆立　宋志艳

摘　要：近代以来日本海权意识不断膨胀，成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思想根源。甲午战争
同时成为建构近代日本国民国家的逻辑起点，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向海外扩张的野心，形成了
面对中国颇具优越意识的“蔑视型”的“甲午史观”。甲午战争从思想观念上促进了中华民族
的觉醒，推动国人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革。甲午战争及其后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
争干扰和打乱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甚至对当代的中日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甲午战争；海权意识；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之间在１２０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对摇摇欲坠
的清王朝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中、日两个国家的命运，并对其后
的中日关系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日本受这场战争胜利的刺激，一路狂飙地走上了疯狂扩
军备战的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在二战结束时遭遇惨败。中国虽然自此陷入任由列强宰割
的半殖民地命运，然而却从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进行觉醒和反思，走上了探索寻求“救亡”
与“启蒙”之路。

一、近代日本海权意识的萌发及甲午备战

日本自古以来即具有强烈的海权意识，步入近代之后，西方列强的威逼态势进一步刺
激了日本向海外拓展权益的野心。海权意识的萌发及膨胀，从思想层面主导着明治政府
决策层以击败清朝海军为目标，积极地从制度和技术层面加强本国的海军建设，雄心勃勃
地备战甲午。反观清朝，在海防建设上则思想怠惰，行动迟缓，日中两国在备战上呈现出
“一紧一松”的态势，导致甲午战争出现“一胜一败”的结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日本海权意识的萌发及制度建设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殖民者跨越海洋，不断向海外谋求和拓展殖民地。东方国家

印度、中国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面对“西力东渐”的形势，亚洲各国纷纷谋求
方略予以抵制，企图自救。实际上，所谓的海权意识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侵略步伐的不断
加快而进行自我保护的产物，面对清朝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日本各界深受震
撼，于是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日本思想界甚至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日
本在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示范效应下，海权意识潜滋暗长，进而推动了扩军
备战的步伐，并效仿西方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在步入近代以前就具有十分强烈的海权意识。江户时期的思想

家林子平在１７９１年刊行的《海国兵谈》中明确指出：“海国之武备在海边，海边之兵法在水

DOI:10.14086/j.cnki.wujhs.2014.06.010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６７卷 第６期

战，水战之关键在大炮，此乃海国自然之兵制也。”①江户后期经世学家佐藤信渊则更为直白和露骨地宣
称：“自中国的都城北京至满洲海岸，沙漠辽阔，山谷险恶。而自皇国日本征伐此地海上距离仅百六七十
里，顺风航行时一日一夜可到达满洲南岸。如若中国没有防守，我军则可乘虚而入。由此一来，我皇国
不仅仅得到了满洲，中国国势之衰败由此开始。在此基础上，可谋取朝鲜与整个中国。”②可见，当时的
日本思想家及知识阶层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海权意识，另一方面也抱有试图以海洋为通道进而侵攻中国
大陆的野心。
日本思想家及学者注重扩张海洋权益的思想逐步渗透至日本的决策层，并逐渐成为主导国家战略

走向的核心议题。１８６８年１０月，明治天皇明确表示：“海军当为各项事务之首，宜尽快操持署理。”自
此，近代日本海军军制建设步入法律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并被整合至战时体制中。１８６９年１１月，兵部
省将《兵部省前途之大纲》呈送给太政官，提议应该优先注重培养军事人才。明治政府接纳此项建议后，

一方面派遣大批人员出国考察留学；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开办各类军事学校。１８７１年，明治政府派出
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美各国考察学习，使节团成员山田显性专门负责考察军事。山田积极借
鉴和吸收欧美各国的军事优点，回国后撰写并提交了对日本军制进行彻底改革的意见书，明治政府对此
十分重视，遂对军事编制及旧军事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１８７２年２月，明治政府撤销兵部省，分
别成立陆军省和海军省，同时推行三等九级军衔制。对海军体制进行改革，并增添了很多新舰。１８９３
年５月，明治天皇批准了《海军军令部条例》，海军军令部作为海军的军令机关正式从海军省独立出来，

与参谋本部一起成为直属天皇的陆海军最高军令机构，成为军部的四大核心部门之一。以此为标志，海
军在近代日本军事体制中的地位得到实质性提升，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实力。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９日，明治天
皇为有效地统帅日益壮大的海军，批准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是天皇亲
自主持的战时最高统帅机构，有关战时统帅事项，不受任何国家机关的限制；天皇的战时军令大权，国务
大臣完全无辅佐之责，仅由幕僚长即参谋总长辅佐独断行使。大本营幕僚完全由陆海军军官组成，没有
文官参加，即使是首相，也不能参与大本营的一切作战计划和作战指挥③。

（二）日本的战争准备及中日军事实力比较

１８８７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名为《征伐清国策》的战争计划，把对华战争的时间定在５年以
后，即所谓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事实证明，日本其后正是依循《征伐
清国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步步为营地发动侵华战争，基本上实现了最初设定的目标。日本前后共实
施８次《扩充军备案》，扩充军备的主要目标无疑均剑指中国。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０日，明治天皇下达敕谕
称：“国防之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再次决定六年间每年从内帑中拨发３０万日元，并命令在同一
期间内从文武官员薪金中抽出１／１０缴纳国库，用以补充造舰费④。

在明治天皇不遗余力的支持下，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的军舰数量已经
可以与清朝舰队匹敌，炮舰数２８艘，吨位５７　６３１吨；水雷艇２４艘，吨位１　４７５吨，合计舰艇数５２艘，总
吨位５９　１０６吨⑤。日本海军为了与清朝海军作战，还对舰队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
并，组成临时“联合舰队”，舰船分别驻在横须贺港、吴港、佐世保港的三大军港基地，实行统一指挥。显
然，日本海军在明治天皇的竭力督导下，无论是在硬件实力还是软件实力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日本
通过整合全国上下的各方面资源，旨在实现征服中华帝国的狂妄梦想。

陆军方面，清朝在引进西式武器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营中新
旧武器混杂情况严重。通过日本在平壤、九连城、辽阳、海城及田庄台等处的战斗中缴获的清军武器弹
药统计可见，清军装备混乱状况十分严重。清朝军队不仅枪炮武器装备中存在诸多问题，在后勤、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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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输送等领域内的战争储备同样存在致命伤，很难应对一场近代战争。清朝虽然兴建了亚洲最强大
的要塞炮群，但海岸炮台只强调正面攻击力，而忽略后路防御。战争中，日军屡屡从后路迂回夺取炮台，

轻易摧毁了李鸿章舰船和炮台相互庇护的作战构想。清朝军队的军事改革只学到西方军事的皮毛，没
有真正掌握近代西方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并因此在甲午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清朝派往朝鲜的军队和给养，最初的投送方式是海上运输。１９世纪末，清朝海上大型运输业几乎
被外国洋行垄断，经海路运送兵员只能依赖租借外国汽船公司的船队。丰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
朝租借的英籍商船“高升”号，就隶属于英国的印度支那汽船公司。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７日，清朝租用英国和
美国的多艘商船向朝鲜运兵，北洋水师主力护送船队时，在大东沟与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了黄海海战，结
果北洋水师败战，制海权丧失①。此后，清军官兵和一切后方支援，只能依靠奉天至平壤间约千里的泥
土官道。

从甲午战争的经验教训来看，争夺制海权是关乎战争成败的关键。尤其是对于作为海洋岛国的日
本而言，倘若失去制海权，其对外发展及向海外扩张将会一筹莫展，因此日本的海权意识呈现出积极进
攻型的态势，在制海权战略思想的影响下，其海军建设已经由最初的重视海防转而追求海权，并且制定
出向海外扩张的计划，这明显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国际发展潮流相一致。相形之下，中国近代海军的发
展始终呈现一种被动、消极和短视的防御状态，清朝一直以普鲁士人希理哈所著的《防海新论》作为海军
战略指导思想，满足于防卫而缺乏向海洋扩展海军力量的雄心，故而在中日两国的海权争锋较量中居于
下风。

二、甲午战争对日本国民意识的影响

对于日本而言，甲午战争的胜利犹如注射了一支“兴奋剂”，日本人摆脱了以往面对中华帝国时存在
的自卑感，随之而来的是自豪感和傲慢情绪的潜滋暗长，面对中国时往往表现出“蔑视”的态度。由于战争
带来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并获得了台湾等地区作为殖民地，空前刺激了日本进一步向海外扩张的野心。

（一）建构近代国民国家的逻辑起点
甲午战争成为日本建构近代国民国家的逻辑起点，近代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是通过与异民族直接接

触而形成的民族主义感情基础上而诞生的，是通过甲午战争中对清军的同仇敌忾心理、对清朝的歧视心
理、保护朝鲜的“正义之师”以及对朝蔑视心理中开始逐渐酿成的②。德富苏峰在概括甲午战争前后日
本国民的思想状态所发生的巨大转变时表示：“３０年前，日本国民的思想仅仅停留在一藩之内。经过３０
年来的熏陶与塑造，日本国民的思想则提升至一国之上。依此看来，今后的志向则不能不升华至全世
界。非但如此，其经营也必然呈现世界性的特质。”③

近代日本建构的国民国家以神秘天皇作为精神支柱团结了一国民众，建立起强大的军国主义集团。

他们的国民和军人在天皇精神的凝聚下，无论战争正义与否，意识中只有为国家和天皇而战的信念。国
家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应该用生命的价值去完成至高无上的使命。战前２０年，日本组建近代化的
师团、旅团，完善了具有欧洲军队风范的指挥系统，导入了欧美文明在军队的人权理念。日本军人与欧
美军人的爱国心相比，又多了对天皇绝对服从的神圣义务。１８８２年的《军人敕谕》中写道：“下级服从上
级就是执行天皇授予的命令，作为军人必须牢记于心。”④近代日本军人严正军纪的核心规范就是服从。

在拥有如此精神特质的军队面前，没有精神武装的清朝军队是无法匹敌的。

甲午战争对于日本的意义，德富苏峰认为：“在征清的快举中，我们赢得的最初的、也是最大的战利
品，是大日本国民的自信力。详而言之，就是大日本国民可以雄飞世界，具有恰当的资格，国民自然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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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刻印在脑海里。”①德富同时指出，“征清之役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国国民接近帝室，也让帝室更
加接近国民，形成了举国一致态势”。“天皇之心与国民之心一致，尊王之心与爱国之心一致，帝室与国
民一致，惟其如此，始能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②

（二）刺激日本进一步向海外扩张的野心
日本改进党的喉舌《每日新闻》当时发表社论指出：“日本的胜利，即文明的胜利，文明的胜利，乃担

保他日东洋和平者也。日本原本不敌任何一个欧洲列强，但通过此次征服清国，东洋大局已定，值此之
际，苟有阻碍我国前进者，就应断然排斥之，必须贯彻独自之本领，才能掌握东洋之霸权，以与欧洲列强
争雄于世界。”③德富苏峰认为，“宜将维新兴国之业集于大成。具体而言，所谓的兴国之业即是‘置国家
于富岳之安，以开拓万里之波涛’。坦率地讲，旨在尽日本帝国统一自卫之道，向外而使大日本膨胀也。

策动朝鲜独立、膺惩清国，仅仅是实现这一大目的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终极目标在于为国家自卫而战，

为国民雄飞而战。”④正如德富苏峰在自传中所承认的那样，三国干涉还辽，使他“在精神上判若两人。

而此事毕竟是力量不足之故，无论正义和公道，都半文不值。”⑤

美国学者认为，甲午中日战争“产生了影响日本社会和思想意识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义”，导致“民
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以及狂热的歌曲，都被用来灌输和加强突然爆发的廉价的哗众取宠的爱国主
义。”⑥陆奥宗光外相在《蹇蹇录》中写道：“一般气象因雄心快意而狂喜，流于骄傲自满，国民到处沉醉于
欢呼的凯歌声里，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⑦。日本的报刊也纷纷主张，“日本耸立于东亚之一隅，雄飞于
世界万国；或是征服中国，将之置于天皇的统治之下。”⑧凡此种种，甲午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
对邻近国家和民族进行奴役和压迫的野心。

１８９５年４月，甲午战争即将结束时，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宣称：“我们通过这次战争将在海外获得新
的领地。诚如是，则已需要扩充军备来守卫新的领地，更何况要趁连战连捷之机而径直成为东洋之盟主
呢！”⑨甲午战争也“在日本产生了战争可以发财的思想”。由此，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军部地位
上升，左右政局，“由这次战争开始，在日本国民中增强了大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一种蔑视中国人
和朝鲜人的思想在国民中蔓延，并自下而上地维护了军国主义体制。”瑏瑠这就埋下了此后日本侵华战争
的祸根。

（三）“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及日本人的“甲午史观”

直到战争前夕，日本人尚对大清帝国和北洋水师怀有恐怖之念，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蔑视之情迅
速上升。生方敏郎写道：“直到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我们还不把中国人看作不好的国民，至于对中国，在
我们的心目中更是丝毫也不抱有憎恶之感。随着战争初期那种不安心情从人心的解脱，勇敢之心以及
蔑视敌人之心乃随着胜利而日益涌现在每个人的心胸。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罢，都反映
出对中国人的憎恶。”瑏瑡日本学者河原宏认为：“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朝野认为中国不再是日本近
代化的竞争对手，所以对中国和朝鲜来说，无论是在文明方面，还是在军事装备方面，日本都已经成为一
个应当崇拜和敬服的‘先进大国’，日本今后要充当‘东洋的盟主’。”瑏瑢

日本学者仓重拓认为，“很少有日本人关注这场战争及其给当时日本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甲
午战争以来深深地烙入日本国民心中的对中国的偏见和蔑视。”“当代日本的困境主要源自于自己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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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史观’，因为根据其历史逻辑，伟大有理的日本没理由妥协于可怜无理的中国，所以无法应对中国的崛
起。”“日本的‘甲午史观’是‘东夷’对‘中华’一直爱憎交织的历史观之歪曲表现。因此，当代日本人需要
不仅真诚地面对日本近代史的阴暗面，而且正视自古以来日本热衷于中华的文化史及以其负面出现的
自卑感，由此才可以逐渐克服自己的‘甲午史观’。”①

表面上看来，日本作为甲午战争的战胜者，获得了巨额赔款，攫取了海外殖民地。日本国内无论是
明治领导层，还是普通国民，均品尝到了效仿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带来的“胜利果实”。殊
不知，正是由于自此在日本国民意识中滋生了面对亚洲的骄傲与自满情绪，为此后推动日本决策层进一
步奉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提供了后盾和支持，也为自身最终走上战败的道路埋下了伏笔。从漫长
的历史长河来看，日本虽然作为甲午战争的胜者品尝了胜利的喜悦，但整个国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非理性
和狂热的情绪之中，终究铸成重大失误，也将国家引入几近覆亡的深渊，胜者转化为败者仅仅历经半个
世纪的历程。因此，一部胜者向败者嬗变的精神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省思与镜鉴。

实际上，“蔑视型”中国观是建立在日本先进而中国落后的逻辑基础之上的，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
崛起，东亚地区呈现中日“两强并立”的态势，对于长期在亚洲居于主导和优势地位的日本而言，心理严
重失衡，目前仍然处于心理调适期。因此，“蔑视型”中国观遂向“妒忌型”和“敌视型”转化和过渡，日本
人内心中负面的“甲午史观”若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弭，就很难构建中日两国互信合作的民意基础。

三、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败的事实促使中国人进行反省，萌发了变革意识，产生了世界竞争意识，树立了
向强敌学习的意识。

（一）促进了国民层面的觉醒和自觉
甲午战败，创巨痛深，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正是这种亡国灭种的劣势，引起了中国社会思潮的急剧变

化。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进行马关谈判时表示：“余认为今回的战争得到两个好的结果，第一是欧洲的
陆海军作战方式，被黄色人种成功应用得到了验证。第二是沉睡的中华开始觉醒，日本给予清国的刺
激，相信对我国将来的进步会发生最有益的影响。”②梁启超认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
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③蔡锷在１９０２年撰述的《军国民篇》中也指出：“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
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
立威词以警国民之新，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
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④

甲午战败，谭嗣同等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对过去虚掷岁月深表悔恨，认为“值此‘中外虎争，文无所
用之日’，决心抛弃虚文，全力治实学，以期匡时济世。”⑤正是在这一时期，谭嗣同对儒家道德伦理的态
度发生了１８０度的转向。这种大转向集中表现在其所著的《仁学》一书中，谭嗣同主张冲破把人重重限
制住的一切罗网，这些罗网包括利禄、俗学、辞章、全球群学、君主、伦常、天、佛法⑥。谭氏所称罗网其范
围之广，可以说包括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制度、规定甚至各种差别和界限。他对君主专制、三纲五常、男尊
女卑的锐利批判，达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并将反皇帝专制直接落实为反清排满。《仁学》所宣
扬的激进的反封建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触及了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的可能
甲午战败导致儒士放弃了中国社会制度最优的信念，转而认为日本在制度上优于中国。在这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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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转变中，从未动摇过的对儒家意识形态的认同，首次出现了裂缝①。康有为认为，“东西各国之强，

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人君与千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人君与大臣
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②１８９８年初，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也，亡羊补牢，今未为晚也。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详，前车之覆，至险可鉴，若采法其成效，治强又至
易也。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
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皇上若采臣言，中国之治强，可
计日而待也。”③康有为将“师日”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并上呈光绪皇帝，下达维新派人士等，得到光绪皇
帝和广大维新派志士的赞同，戊戌维新运动一直沿着“师日”的轨迹发展。甲午战争之后，“师日”逐渐成
为时代潮流。

曾撰写《中东大战演义》的洪子贰即已认识到：“中国不有此败，未必鼎新革故，改章变通，此亦天假
日人，以成中国自强之道也。”④梁启超说：“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
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
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⑤梁启超在此也肯定了近代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思想转变过程中，甲午战
争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甲午战争富有对意识形态检验的象征性含义，全国朝野都一清二楚：中国和日本差不多同时开始防

卫现代化，有近乎相同的起点，不同的是中国坚持只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坚守儒家理想社会模式，
认为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西方。而日本却进行了包括整体制度在内的全面改革。日本打败中国除了
宣布儒家意识形态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并非最优之外，简直无法作其他解释。因此，甲午战争后，绝大多
数儒臣都对儒家意识形态所崇尚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⑥。自此，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及辛亥革命才在
短时期内急迫地提上议事日程，也可以说，甲午战争是推动中国从封建帝制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
一个重要临界点⑦。
甲午惨败，促动了中国人从思想意识和制度层面进行深刻反省，仁人志士开始切实地付诸行动以拯

救危亡。甲午战争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当中，无疑具有分水岭式的重大思想史意义。中国自甲午
战争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自此，“许多中国人出于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担忧，开始认真反思中
国的传统文化、历史、语言甚至儒家文明的价值。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也都成为时人
反思的对象。在许多方面，１８９５年前后的中国失去了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⑧正是以此为契机，中国各
方面的近代化进程都大大加快了，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国自此如涅槃重生般地开启了构建
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征程，并在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时以战胜国的身份接受了日本的战败投降。甲午战争
时期胜者与败者在５０年后地位发生了１８０度的大逆转，从此种意义上而言，甲午战争虽然给中华民族
带来至巨伤痛，却也蕴含着积极的思想内涵。

（三）甲午战争及其后的侵华战争打乱中国现代化进程
自近代以来，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兴衰荣辱始终与近邻日本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发动的一系列

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国每一次现代化变革都受到日本的干扰
和影响，洋务运动终于甲午战争，民国新政终于抗日战争，而在当今恰值中国崛起之际，日本又在以安倍
晋三等为首的右翼保守政治家的领导之下，试图干扰和打乱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此，如何富有战略性
地有效应对来自邻国日本的挑战，是关乎我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中国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实际支出的军费总数不超过１．２５亿日元，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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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实际支出折换成日元却高达３．５８３６亿日元。日本从中国强行掠夺的资金高达２．３３３６亿日元，
是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３倍①。由于清朝政府为偿付日本赔款而举借外债，曾先后向俄、
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连本带息数额十分惊人。加之贷款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西方列强通过庞大
债务向清政府攫取了大量权利，使中国处于列强的压榨下长期不能自拔。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走向近代
化的道路更为艰难和曲折，日本因素成为此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破坏因素。甲午战争之
前，中国和日本本来处于同一起跑线之上，但在战争之后，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则彻底沦为半
殖民地国家，错失了一次绝好的现代化机会。而３０多年后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再次打断了国民党政府
现代化的努力，可谓甲午战争的高级版。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战争的决策者们必须深思②。

自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近代以来前所未有
的快速增长态势，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在此期间，“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
均增长率约为７．６％，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１９３６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值已占工业总
值的４２．７％，占工农业总产值的２０．５％③。日本若不在１９３７年发动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无疑
还会进一步加快，持续发展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期即会步入起飞阶段。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破坏和中
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迟２０年。

２０１０年，按美元计算的国内总产值中国ＧＤＰ为５８　７８６亿美元，日本ＧＤＰ为５４　７４２亿美元，中国
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０１２年中国ＧＤＰ总量是日本的１．４倍，但人均国民收入仅为
日本的约１／１０，排在世界第７６位。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还是引起了日本的不安，中日两国力量对比
和国际战略格局以此为拐点，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从２０１０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到２０１２年日本政府“购
买”钓鱼岛爆发危机以来，对中日关系全局造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重的冲击，中国成为日本战略
防卫的主要对象。
安倍晋三再度组阁后，在发展中日关系上态度强硬，动作频频，一方面设置“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

议”（日本版ＮＳＣ），以外交、防卫、经济三个领域为机轴制定综合性战略，旨在应对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
国。另一方面，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积极迎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通过强化日美
军事一体化，试图围堵和抑制中国。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否因为日本的再次挑战而被打破，基于历
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不对日本的一举一动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和关注，同时也应该一心一意谋发展，
不断壮大自身实力，进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阻止历史魔咒的循环往复。

四、甲午战争的反思及启示

中日两国于１２０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从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及观念层面上给两国的国家命运带来
了深远影响。适值战争爆发两个甲子之际，从学理上系统地梳理和总结甲午战争的历史遗产，对于反思
当代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困惑，无疑富有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专注发展，苦练内功，增强实力，始终是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重中之重。１２０年来中日两国关

系发展的路径表明，国家实力的较量和博弈始终是主导中日关系战略发展走向的关键性因素，人的观念
认知、中日两国国情的变动以及发展两国关系的意向，始终依托于对本国国家实力与对象国之间强弱程
度此消彼长的战略考量。“强盛的国力，既是成熟、自信的国民心态产生的基础，又是在开展外交时掌握
话语权、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历史，就是最好的注
解。所谓‘弱国无外交’，再恰切不过地形容了因实力不足，在外交事务中不得不受制于人的被动局
面。”④马关之耻，给中国外交留下了一个深刻教训：全方位地确保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安全及文化
等领域具备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才能在国际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进而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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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立文：《甲午战争赔款数额问题再探讨》，载《历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张学博：《甲午战争确实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载《学习时报》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７日。
吴承明：《中国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５页。
李喆：《中国练好内功需更多接纳学习日本》，载《日本新华侨报》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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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发言权和话语权。中国要很好地处理对日关系，还是邓小平的一句老话，发展才是硬道理，中
国越发展，越强大，也就能够更好地处理对日关系，乃至于对世界上其他各国的关系。
第二，无论是甲午前后，还是当今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国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始终围绕着海洋权

益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中国学者认为，“清末海军建设的主要历史意义在于，海防思想影响了中国
人；为中国北洋海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北洋海军时期所建立的一些基础设施仍为后来的中国海军所
用；《北洋海军章程》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提供了蓝本。”①实际上，制海权的丧失是甲午战败极为关键
的一环。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谁在东亚地区掌握了海洋的主导权，谁就能在东亚地缘政治的博弈
中占据优势。因此，当前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即是为了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
第三，国家动员能力的强弱决定战争中的胜负。战争具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但正义与非

正义只是基于国际认同准则下对战争性质的一种道德判断，它不决定战争双方谁胜谁负的问题。决定
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国家动员能力的强弱以及体系是否完备。具体而言，即是进行战争的技术手段，如
武器的先进程度，指挥作战系统的效率，指挥官的指挥能力以及士兵整体素质与作战能力等。甲午战争
中中国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前后采取了判然有别的战争动员，导致中国品尝
了战败的苦果。在发动甲午战争之际，日本已渐趋完成近代国家的建设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清朝却在
封建专制体制上原地踏步②。因此，甲午战争是近代国民国家对传统封建帝制国家的侵略战争，日本最
终获胜也就不足为奇了。
回溯甲午，培养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也至关重要。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言，“造就

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③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
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形塑和整合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和国家认同。谋求国家富强，追赶世界先
进，始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奋斗方向。当前我们不懈追求的“中国梦”，即是彰显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巨大动力源泉，具有强大的民族聚集、国家动员和感召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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